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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马利邦①， 李 　 欢， 豆浩健， 柏 　 杰， 方 　 芳， 车兴龙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乡村生活质量是反映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乡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关乎人民福祉。 通

过构建乡村生活质量指数模型，借助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空

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１）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由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

势，且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高－高（Ｈ－Ｈ）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低－低（Ｌ－Ｌ）集
聚区主要分布在省域南部地区，两者均呈连片分布；高－低（Ｈ－Ｌ）集聚区仅包含迭部 １ 个县。 （２）乡村生活质量的

主导影响因素是降水量、坡度、建设用地乡村化率、距省会城市的距离、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乡村

人口总量。 （３）各评价单元乡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差异，陇中、陇东和甘

南地区为经济因子主控型，河西走廊地区为自然因子主控型，陇东南地区为经济因子主控型与综合因素牵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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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２ 个

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差异的社会空间单元，城市

与乡村发展及其相互作用始终伴随人类社会的发

展而被广泛研究和讨论［１］。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其农村经济形态、空间格局和社会

形态均伴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农民生

活环境有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诸多“乡村

病”，如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过

快老弱化、农村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以及农村水土

环境严重污损化等［２］，这些均成为影响乡村生活质

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此外，中国“两个百年” 奋斗目

标明确指出 ２０２０ 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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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乡村：既要解决“乡村

病”，同时也要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作为学术用语首先由美国制度经济

学家加尔布雷斯（Ｊ． Ｋ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于 １９５８ 年在《丰裕

社会》一书中提出，最初的定义是人们对生活水平

的全面评价，包括个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内在的

知足感以及在社会中自我实现的体会［３］。 随着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差异逐渐缩小、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

生活需求，开始追求较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因此乡

村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和地区村民的生活质量备

受关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国内外一些学者

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地理学与规

划学等学科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内涵、评价方法、指
标体系构建及案例评价进行了研究［４－６］。 ＢＲＡＵＥＲ
等［７］对欧盟乡村发展政策中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进

行了评估；ＢＯＮＣＩＮＥＬＬＩ 等［８］ 衡量了农村地区生活

质量的多个维度，确定地区的基本服务、基础设施

和海拔高度对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唐承丽等［９］ 开

展了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

与理想模式———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ＲＲＯＤ）的
构建；周国华等［１０］研究了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

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等；李欣等［１１］ 对居民生活质量与

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功能水平空间格局进行定

量测度及关联研究；田永霞等［１２］ 对北京山区经济薄

弱村居民主客观生活质量进行了对比评价及影响

因素分析。 总体来看，对于乡村生活质量的评价因

测度指标体系的选取不同而结果差异较大，且基于

社会学视角从空间上分析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差

异及形成原因的研究较少，不利于乡村发展政策的

制定。
笔者以甘肃省为例，以县（市、区） 级行政区为

研究单元，在构建乡村生活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的基

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诊

断出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及主要影响因

素，揭示乡村生活质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空间异

质性。 该研究可为提高乡村生活质量水平，有效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３２°３１′～４２°５７′ Ｎ，９２°１３′ ～ １０８°４６′ Ｅ）
位于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和东部季风区三大自

然区的交汇部，东西两端经度相差 １６°以上，相距约

１ ５２０ ｋｍ；南北两端纬度相距 １０°以上，相距约 １ ６５５
ｋｍ。 甘肃省生态功能特殊，生态环境脆弱多样，生

态地位极端重要。 全省土地总面积为 ４２􀆰 ５８ 万

ｋｍ２，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 ４􀆰 ７２％。 地势自西南向

东北倾斜，陇南地区谷地和酒泉疏勒河下游谷地地

势较低，其余大部分海拔在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山地、高
原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７０％，使得全省耕地中 ２ ／ ３ 以

上是坡地，坡度大于 ２５°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１２􀆰 ８４％。 甘肃省深居大陆内部，海洋温湿气流难以

到达，降水不易形成，大多数地区气候干燥，属大陆

性很强的温带季风气候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面

积占比高达 ７０％，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３０２ ｍｍ，不足

我国年平均降水量的一半，而且年平均降水量少于

３００ ｍｍ 的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 ５８％。
甘肃省辖 １４ 个市州 ８７ 个县（市、区），可划分

为陇中地区（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临夏州）、河
西走廊地区（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武
威市）、陇东地区（平凉市、庆阳市）、陇东南地区（天
水市、陇南市）和甘南地区（甘南州）５ 个片区。 ２０１６
年末甘肃省常住人口中乡村人口为 １ ４４３􀆰 ５６ 万人，
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５５􀆰 ３１％，共有农户 ４９５􀆰 ２５ 万户、
农业经营单位 ３􀆰 ９５ 万个；２０１６ 年我国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１２ ３６３􀆰 ４ 元，而甘肃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仅有 ７ ４５７ 元。

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 ５ 个方面：（１）基础图件，包括

甘肃省地形图（１ ∶ ２５０ ０００）、矢量行政边界（１ ∶
２５０ ０００），均来源于甘肃省测绘局；（２） ２０１６ 年人

口、经济收入与支出、居住条件与文化、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等基础数据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 ２０１７》
《甘肃农村年鉴 ２０１７》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中国

农村年鉴 ２０１７》等统计资料；（３）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

地理数据空间云，通过影像校正和坡度分析获得甘

肃省 ８７ 个县（区、市）的地面坡度、海拔数据；（４）依
据谷歌地图利用 ＧＩＳ 空间邻域分析方法分别获取到

市中心、省会城市的距离；根据甘肃省各县区人口、
耕地面积计算获得 ２０１６ 年人均耕地面积数据；
（５）降水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为了

计算方便，将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

区和红古区合并为 １ 个评价单元，将临夏市和临夏县

合并为 １ 个评价单元，最终包含 ８２ 个评价单元。
２􀆰 ２　 研究方法

２􀆰 ２􀆰 １　 变异系数法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权重确定过程中主观因素

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采用客观赋值的变异系数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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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指标权重。 具体方法如下：

δｉ ＝
Ｄｉ

􀭵Ｚ ｉ

， （１）

Ｗｉ ＝
δｉ

∑
ｎ

ｉ ＝ １
δｉ

。 （２）

式（１） ～ （２）中，δｉ、Ｄｉ、􀭵Ｚ ｉ 和 Ｗｉ 分别为第 ｉ 指标（无
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的变异系数、均方差、均值和

权重值；ｎ 为指标数量。
２􀆰 ２􀆰 ２　 加权求和法

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不同县（市、区）的乡村生

活质量综合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ＱＲＬ，ＱＲＬ），计
算公式为

ＱＲＬ ＝ ∑
ｎ

ｉ ＝ １
Ｗｉ × Ｚ ｉ 。 （３）

式（３）中，Ｚ ｉ 为乡村生活质量各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值。 ＱＲＬ值越大，表明乡村生活质量越好，反之则

越差。
２􀆰 ２􀆰 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空间自相关指数研究乡村生活质量的空

间分异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用于检验整体

研究区的空间关联模式是相似、相异还是独立。 局

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研究局部地区的空间集聚

和孤立，检验相似或相异观察值的局部聚集。 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Ｉ）和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Ｉｉ）分别探测整个研

究区和局部地区的空间关联结构模式。 Ｉ（ Ｉｉ）系数

与统计学上的相关系数类似，取值为 － １ ～ １，当

Ｉ（ Ｉｉ）＝ ０ 时表示无相关性，Ｉ（ Ｉｉ）取正值时为正相关，
Ｉ（ Ｉｉ）取负值时为负相关。

Ｉ ＝
ｂ∑

ｂ

ｉ ＝ １
∑

ｂ

ｊ ＝ １
Ｗｉｊ（Ｘ ｉ － 􀭵Ｘ）（Ｘ ｊ － 􀭵Ｘ）

∑
ｂ

ｉ ＝ １
∑

ｂ

ｊ ＝ １
（Ｗｉｊ）∑

ｂ

ｉ ＝ １
（Ｘ ｉ － 􀭵Ｘ） ２

， （４）

Ｉｉ ＝
（Ｘ ｉ － 􀭵Ｘ）

Ｓｘ
∑

ｂ

ｉ ＝ １
Ｗｉｊ（Ｘ ｉ － 􀭵Ｘ） 。 （５）

式（４） ～ （５）中，Ｘ ｉ、Ｘ ｊ 分别为变量 Ｘ 在配对空间单

元 ｉ 和 ｊ 上的取值；􀭵Ｘ 为变量 Ｘ 的平均值；Ｗｉｊ为相邻

权重值；ｂ 为空间单元总个数；Ｓｘ 为方差。
２􀆰 ２􀆰 ４　 地理探测器

对县域乡村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指标数

据进行离散化处理，然后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各因

素对于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 地理探测

器包括分异及因子探测、风险探测、生态探测和交

互探测 ４ 个部分［１３］。 因子探测用于探测某因子对

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用 ｑ 值度

量，表达式为

ｑ ＝ １ － １
ｍσ２∑

Ｌ

ｈ ＝ １
ｍｈσｈ

２。 （６）

式（６）中， ｍｈ 为因素 Ａ的类型在 ｈ（对应一个或多个

子区域） 内的样本数；ｍ为在整个研究区域 ｈ内的所

有样本数，ｍ ＝ ∑
Ｌ

ｈ ＝ １
ｍｈ；σ２ 为区内所有因素的方差；Ｌ

和 σｈ
２ 分别为因素 Ａ的分类数和方差；ｑ 为影响因素

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值域为［０，１］，值越

大，则说明影响因素对乡村生活质量的解释力越强。
交互探测用于识别不同风险因子之间的交互

作用，即评估 ２ 个因子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

弱对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的解释力；风险探测用

于判断 ２ 个县域的属性均值是否有显著的差别，识
别不同影响因素对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的显著性；生
态探测用于比较 ２ 个因子对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布

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
２􀆰 ３　 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综合考虑指标选择的全面性、目的性、科学性、
可操作性等基本要求，以及乡村生活质量度量的政

策相关性、多维综合性、研究对象针对性、数据可获

得性等需求，参照国内外生活质量评价标准及相关

研究成果［１０，１４－１５］，构建包括经济、居住与文化生活、
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 ５ 个准则层、２１
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其中，经济是反映

乡村生活质量高低的基础指标［１６］，通过农村居民得

收入和支出表征；居住条件和文化生活是影响乡村

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人均住房面积和居民文

教娱乐支出比重表示［１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是乡村

生活生产的“硬环境”，通过用电量、自来水普及率

等指标表示；生态环境反映了乡村资源环境与生态

本底以及环境保护与治理状况，通过乡村污水、垃
圾集中处理率和自然本底的森林覆盖率表示［１８］。

对指标体系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进行检验，发现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均未大于 ６，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此外，Ｗｈｉｔｅ 检验的结果显示指标体系不存在显著

的异方差问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科学认识综合 ＱＲＬ 及各准则层的状况，采
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０ 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 ５
个等级：低水平区、较低水平区、中等水平区、较高

水平区和高水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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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ＱＲＬ）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目标层 准则层 评价指标层 指标单位 指标权重 指标正负

乡村生活质量 经济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０􀆰 ０５６ ４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０􀆰 ０４９ １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０􀆰 ０２７ ２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０􀆰 ０２４ ４ －

居住与文化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ｍ２·人－１ ０􀆰 ０４８ ３ ＋
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 ％ ０􀆰 ０２９ ６ ＋

基础设施水平 每万户农村居民用电量 ｋＷ·ｈ ０􀆰 ０６４ ４ ＋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０􀆰 ０１９ ４ ＋
农村公共交通班线通达率 ％ ０􀆰 ０３６ ２ ＋
农村宽带覆盖率 ％ ０􀆰 ０３１ ０ ＋
农机化程度 ％ ０􀆰 ０２６ １ ＋
农业技术推广率 ％ ０􀆰 ０９２ ２ ＋
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 ％ ０􀆰 ０４２ １ ＋

社会保障水平 每千人专任教师数 人 ０􀆰 ０３６ ９ ＋
新农合参合率 ％ ０􀆰 ０１３ ６ ＋
每千人拥有床位数 个 ０􀆰 ０５２ ５ ＋
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占比 ％ ０􀆰 ０３７ ４ ＋
乡村从业人员高中文化占比 ％ ０􀆰 ０３０ ４ ＋

生态环境水平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 ％ ０􀆰 ０６７ ３ ＋
农村污水集中处理率 ％ ０􀆰 １６９ ９ ＋
森林覆盖率 ％ ０􀆰 ０４５ ６ ＋

“＋”为正向指标，即指数值越大乡村生活质量越高； “－”为负向指标，即指数值越小乡村生活质量越高。

３􀆰 １􀆰 １　 综合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特征

甘肃省 ＱＲＬ 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呈现由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图 １（ａ）〕。 ＱＲＬ 平

均值为 ０􀆰 ２７１ ６，高于平均值的评价单元为 ３６ 个，仅
占 ４３􀆰 ９０％。 高生活质量区包含 １１ 个评价单元，主
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占该类型总量的 ９０􀆰 ９１％，该类

区域乡村生活质量处于高水平，经济收入水平较

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５ 个准则层综合

指数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较高生活质量区包含 １５
个评价单元，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陇中和陇东地

区， 分 别 占 该 类 型 总 量 的 ５３􀆰 ３３％、 １３􀆰 ３％ 和

２６􀆰 ６７％，且呈团聚状分布，该类型区设施完备、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准则层中指数虽高于全省平均值但

相对较低，制约了乡村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中等

生活质量区包含 １３ 个评价单元，主要分布在除河西

走廊以外的其他地区，陇中地区中等生活质量区紧

密围绕在较高生活质量区周围，该类型区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居中；较低生活质量区包含 ２５ 个评价单

元，主要分布在陇中和陇东南地区，占该类型总量

的 ８０％，呈现条带状分布特征，该类型区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５ 个准则层综合指数均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严

重影响了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低生活质量区包含

１８ 个评价单元，主要集中在陇东南和甘南地区，占
该类型总量的 ９４􀆰 ４４％，该类型区经济发展水平落

后，准则层指数均较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仅为 ６ ２１７ 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较为落后。
３􀆰 １􀆰 ２　 各准则层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特征

为了深化对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

异的研究，有必要对其各准则层分别进行探讨。 可

以看出各准则层的空间分异情况不尽相同〔图 １
（ｂ） ～图 １（ｅ）〕。 经济收入与支出、居住条件与文化

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 ４ 个准则层

在空间上均总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异格局，
与综合生活质量总体格局一致；生态环境指数相对

均一，不同单元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
经济收入与支出与基础设施东西差异最大，兰

州以东地区主要以低和较低水平区为主，兰州以西

地区主要以中高水平区为主，且西部基础设施水平

远高于东部地区，反映出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和基

础设施水平在空间上极不均衡的发展现状。 居住

条件与文化生活、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准则层呈现

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低和较低水平区

主要分布在临夏、定西、陇南和甘南地区，其他地区

均以中高水平区为主。 生态环境准则层整体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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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低水平区为主，说明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处于 中等偏下的水平。

审图号：甘 Ｓ（２０１７）５４ 号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指数（ＱＲＬ）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６

３􀆰 ２　 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

３􀆰 ２􀆰 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集

聚特征，运用 ＧｅｏＤａ 软件对甘肃省 ８７ 个评价单元

的乡村生活质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及其显著性。 其中 Ｚ 值≥２􀆰 ５８，且 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表明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在 ０􀆰 ００１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检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 ０􀆰 ５９５ ６，显著为正，具有非

常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表明甘肃省乡村生活质

量在县域尺度上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相邻

县域间存在相互影响，乡村生活质量高的县相互邻

近，乡村生活质量低的县域也相互邻近。
３􀆰 ２􀆰 ２　 局部空间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仅能从整体上判断和识别甘肃

省乡村生活质量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

征，无法揭示内部局域县域之间乡村生活质量的空

间集聚格局。 通过 ＧｅｏＤａ 软件计算空间关联的局

部指标（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Ａ）
并绘制出 ＬＩＳＡ 集聚图（图 ２），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

４ 个类型分区：Ｈ－Ｈ 集聚区、Ｈ－Ｌ 集聚区、Ｌ－Ｌ 集聚

区和非显著区。 与图 １（ａ）进行比较，Ｈ－Ｈ 集聚区

乡村生活质量以高和较高水平为主，Ｈ－Ｌ 集聚区乡

村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外围乡村生活质量以低

水平区为主，而 Ｌ－Ｌ 集聚区乡村生活质量以低和较

低水平为主。

审图号：甘 Ｓ（２０１７）５４ 号

图 ２　 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的 ＬＩＳＡ 图

Ｆｉｇ􀆰 ２　 ＬＩＳ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ＱＲＬ）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Ｈ 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围生活质

量水平均较高，包含 １５ 个评价单元，占 １８􀆰 ２９％，主
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该区域是甘肃省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和区位条件，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且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相布局合理。 Ｈ－Ｌ 集聚区空间差异

较大，自身水平较高、但周边较低，仅有 １ 个评价单

元迭部县。 Ｌ－Ｌ 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边

水平均较低，包含 ２１ 个评价单元，占 ２５􀆰 ６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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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省域南部地区，呈连片分布，该区域地理位

置偏远，自然条件差，位于甘南高原和秦巴山区连

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全省平均值，
贫困程度深、农户生计脆弱，农民生产生活成本高，
乡村生活质量整体偏低。
３􀆰 ３　 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 ３􀆰 １　 影响因素选取及主导因素识别

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受到多种因素的综

合作用，笔者从自然和经济 ２ 个方面选取 １５ 项指标

对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 自然条件是影响乡村生活质量的基础性因

素，选取海拔、坡度、年均降水量、距地级市市中心

的距离、距省会城市的距离、人均耕地面积 ６ 项指标

来反映；经济因素是影响村生活质量的后发因素，
选取乡村人口总量、建设用地乡村化率、乡村从业

人员非农化率、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农民人均收入

的非农化率、化肥施用折纯量、农业机械总动力 ９ 项

指标来反映。
运用地理探测器构建乡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模型，分别计算各探测因子对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

差异影响能力的 ｑ 值（表 ２），结果表明，坡度、年平

均降水量、距省会城市的距离、乡村人口总量、建设

用地乡村化率、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农业机械总动

力 ７ 个指标对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较大，且
都达显著水平（Ｐ＜０􀆰 ０５）。

表 ２　 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因子地理探测器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ＱＲＬ）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项目 Ｘ１ ／ ° Ｘ２ ／ ｍｍ Ｘ３ ／ ｋｍ Ｘ４ ／ 人 Ｘ５ ／ ％ Ｘ６ ／ ％ Ｘ７ ／ （ｋＷ·ｈ）

最大值 ２９􀆰 ３８ ７４６􀆰 ４ １ ８４３ ７４９ ８６９ ９６􀆰 ９４ ４２􀆰 ９７ １ ２７５ ８５３　
最小值 ２􀆰 ６２ ７９􀆰 ９４ ０ ２ ８２４ ６􀆰 ４９ ０􀆰 ０５ １ １４２􀆰 ８７
标准差 ５􀆰 ９４ １６７􀆰 ６８ ２９４􀆰 ５４ １６２ ６９９ ２１􀆰 ３４ １０􀆰 ３４ ２０３ ７７０􀆰 ２

ｑ 统计量 ０􀆰 ３４０ ５ ０􀆰 ５０８ １ ０􀆰 １６７ ６ ０􀆰 １８７ ３ ０􀆰 ２３０ ９ ０􀆰 １４３ １ ０􀆰 １８２ ９
Ｐ 值 ０ ０ ０􀆰 ０１５ ２ ０􀆰 ００８ ９ ０􀆰 ００２ ４ ０􀆰 ０３３ ６ ０􀆰 ０１１ ３

Ｘ１为坡度，Ｘ２为年平均降水量，Ｘ３为距省会城市的距离，Ｘ４为乡村人口总量，Ｘ５为建设用地乡村化率，Ｘ６为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Ｘ７为农业机械

总动力。

　 　 （１）自然因素：甘肃省地面坡度由西北向东南

方向逐渐增大，而乡村生活质量恰好与之相反，由
西北向东南地区逐渐降低，尤其在陇中、陇东南和

甘南等地面坡度较大的地区高等级耕地资源有限，
且主要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尽管部分地区也尝试种

植经济作物，但产量较低，农民收入来源受限，乡村

生活质量较低；而河西走廊和陇东地区地势平缓，
农业生产结构多样，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增收较

快，农民收入来源较广，乡村生活质量明显偏高。
除坡度外，降水也是影响乡村生活质量的主要自然

因素。 通常情况下，降水量大的区域农业生产条件

较好、农民收入较高、生活质量较好，而甘肃省恰好

与之相反。 河西走廊降水稀少，但是由于拥有较好

的灌溉农业，农民收入较高，如 ２０１６ 年敦煌市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省居前列，达到 １５ ３１１ 元；而
陇东南地区降水量超过 ６００ ｍｍ，但由于田地多为旱

地，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民收入较低，２０１６ 年徽县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７ ０８３ 元。 可以看出，甘
肃省地面坡度、年均降水量与乡村生活质量呈反向

关系。 此外，兰州市尽管集中了省域内最发达的医

疗、教育、社会保障、银行等服务设施，但是并没有

对附近乡村生活质量的提升产生正面效应，反而距

离越远乡村生活质量越高。 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

以下 ２ 个方面：一方面该研究重点探讨的是乡村生

活质量，省会提供的各种便利设施和条件主要为城

市服务，对于乡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另一

方面甘肃地域狭长，各地发展差异较大，乡村发展

的关键不在于距省会城市和市中心的距离，更多的

取决于其他自然要素的影响。
（２）经济因素：甘肃省乡村人口总量由西北向

东南逐渐增加，河西地区乡村人口较少，人均资源

占有量相对丰富，乡村生活质量较高，而陇东地区

乡村人口总量大，人口分布密集，社会资源配置压

力大，乡村生活质量较差。 此外，从空间上看，甘肃

省建设用地乡村化率自西北向西南逐渐降低（除兰

州市市区外），与乡村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相同，主
要是因为当建设用地乡村化率较高时农民的居住

面积充裕，生活质量也相应提升。 甘肃省二、三产

业产值主要来源于城市，第一产业产值直接决定了

农业产出的水平，产值越大表明农民从农业生产中

获取的收益较高，进而也就促使其生活质量向好的

方向发展。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第一产业的发展高

度相关，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多，农业产出亦会增

加，带给农民的直接收益就会提高，从而改善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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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质量。
３􀆰 ３􀆰 ２　 主导影响因素的作用解析

将上述 ７ 个影响因素作为探测因子，通过地理

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其对每个评价单元乡村生活质

量的作用强度。 因子探测分析显示，按照因子 ｑ 值，
７ 个主导因子对乡村生活质量的解释力由强到弱分

别是年降水量（Ｘ２）、坡度（Ｘ１）、建设用地乡村化率

（Ｘ５）、距省会城市的距离（Ｘ３ ）、农业机械总动力

（Ｘ７）、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Ｘ６）、乡村人口总量（Ｘ４）
（表 ３）。

表 ３　 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因子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ＱＲＬ）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解释因子 ｑ 统计量 Ｐ 值

Ｘ１ ０􀆰 ３２７ ０
Ｘ２ ０􀆰 ５０９ ０
Ｘ３ ０􀆰 １７０ ０􀆰 ０１２
Ｘ４ ０􀆰 １３１ ０􀆰 ０３８
Ｘ５ ０􀆰 １７９ ０􀆰 ００９
Ｘ６ ０􀆰 １３６ ０􀆰 ０３５
Ｘ７ ０􀆰 １５７ ０􀆰 ０１８

Ｘ１ ～Ｘ７ 所代表的含义见表 ２。

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不同影响因子交互后的解

释力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 ２ 种组

合，其中非线性增强更为普遍。 如图 ３ 所示，距省会

城市中心的距离（Ｘ３）、乡村人口总量（Ｘ４）、建设用

地乡村化率（Ｘ５）、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Ｘ６）和其他

影响因子交互之后的因子解释力显著大于双因子

之和，表征为非线性增强。

Ｘ１ ～Ｘ７ 所代表的含义见表 ２。

灰色表示两者间非线性增强作用明显，白色表示非线性增强作用不明显。

图 ３　 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交互探测结果

Ｆｉｇ􀆰 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ＱＲＬ）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风险探测分析显示，在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７
个主导因子坡度（Ｘ１）、年降水量（Ｘ２）、建设用地乡

村化率（Ｘ５）、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Ｘ６）、农业机械总

动力（Ｘ７）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较为显著；距省会

城市的距离（Ｘ３）、乡村人口总量（Ｘ４）对甘肃省乡村

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生态探测（表 ４）显示，坡度（Ｘ１）和年降水量

（Ｘ２），年降水量（Ｘ２）和距省会城市的距离（Ｘ３）、乡
村人口总量（Ｘ４）、建设用地乡村化率（Ｘ５）、第一产

业 ＧＤＰ 占比（Ｘ６）、农业机械总动力（Ｘ７）对甘肃省

乡村生活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其余大部分要素对甘

肃省乡村生活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４　 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生态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ＱＲＬ）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主导因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２ Ｙ
Ｘ３ Ｎ Ｙ
Ｘ４ Ｎ Ｙ Ｎ
Ｘ５ Ｎ Ｙ Ｎ Ｎ
Ｘ６ Ｎ Ｙ Ｎ Ｎ Ｎ
Ｘ７ Ｎ Ｙ Ｎ Ｎ Ｎ Ｎ

Ｘ１ ～Ｘ７ 所代表的含义见表 ２。 Ｙ 表示 ２ 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重要性

存在显著差异； Ｎ 表示 ２ 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重要性不存在显著

差异。

３􀆰 ３􀆰 ３　 主导影响因素空间差异

结合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影响因素作用模式

及显著性水平，可以判断各区域乡村生活质量的主

要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甘肃省各评价单元乡村生

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存在较明显

空间差异。 基于每个评价单元因子探测结果，将主

导影响因素按照作用强度由大到小排序，在此基础

上将影响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的因素划分为 ４ 种类

型：经济因子主控型（在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

因子 ｑ 值排序处在前 ３ 位，且经济因子的 ｑ 值之和

超过自然因子 ｑ 值之和 ２ 倍）、自然因子主控型（在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自然因子 ｑ 值排序处在前 ３
位，且自然因子的 ｑ 值之和超过经济因子 ｑ 值之和

２ 倍）、综合因素牵引型（在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经

济因子的 ｑ 值大于自然因子 ｑ 值的一半且小于自然

因子 ｑ 值的 ２ 倍或者自然因子的 ｑ 值大于经济因子

ｑ 值的 ５０％且小于经济因子 ｑ 值的 ２ 倍）和综合因

素限制型（所有因子 ｑ 值均较小，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图 ４）。
乡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属于经济因子主控型

的评价单元数量最多，达到 ３４ 个，占 ４１􀆰 ４６％；自然

因子主控型和综合因素牵引型的评价单元数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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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别为 １９ 个；属于综合因素限制型的评价单元

数量最少，仅为 １０ 个，占 １２􀆰 ２０％。 经济因子主控型

主要 分 布 在 陇 中 地 区， 达 １１ 个， 占 该 类 型 的

３２􀆰 ３５％；陇 东 地 区 次 之， 为 ８ 个， 占 该 类 型 的

２３􀆰 ５３％；河西走廊该类型最少，仅为 ４ 个。 此外，陇
中、陇东和甘南地区经济因子主控型评价单元分别

占该地区的 ５５％、５３􀆰 ３３％和 ６２􀆰 ５％，表明 ３ 个地区

乡村生活质量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较自然因素显

著。 自然因子主控型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达
１０ 个，占该类型的 ５２􀆰 ６３％，陇中、陇东和陇东南地

区相当，分别为 ３ 个，甘南地区无此类型；此外，河西

走廊地区自然因子主控型评价单元占该地区的

５０％，表明河西走廊乡村生活质量受到自然因素的

作用较为显著。 综合因素牵引型主要分布在陇东

南地区，为 ６ 个，占 ３１􀆰 ５８％；甘南地区最少，仅为 １
个；其他地区分布较为均匀。 综合因素限制型主要

分布在陇中地区，为 ４ 个，占 ４０％。

审图号：甘 Ｓ（２０１７）５４ 号

图 ４　 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主导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ＱＲＬ）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该研究利用地理探测分析影响甘肃省乡村生活质

量空间分异的自然主控因子，探究各主导因素对乡

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的作用机制，为提高乡村生活

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参考依据。
（１）根据乡村生活质量主导影响因素的空间分

异，制定分区推进战略。 自然因子主控型区域地面

坡度大，海拔高，不适宜种植业发展，应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结合优势资源发展特色生态农业；资源丰

度约束型耕地面积少，不适宜大规模产业发展，一

方面需要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土地

优化配置，提高地力水平，另一方面应加强劳动技

能培训，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劳务输出；经济因

子主控型区域农村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匮乏，难以

解决农民消费、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应重点加强

区域的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扩大设施容纳度

和完备度，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２）依据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创新发展模式和机制。 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

较为落后，乡村表现更为突出，坡度、年均降水量、
距省会城市的距离等自然因素是限制和约束乡村

发展和乡村生活质量提升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具稳

定性的因素，短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可以通

过改善其发展条件达到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目的，
如通过完善路网建设，强化低生活质量区与外界的

交通联系；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经济组织与低生活

质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产业协会等新型经济组织，注重生产经营效益，突
出其对低生活质量人口的帮扶带动作用；提高低生

活质量劳动力就业技能，搞好劳务协作服务。
（３）由于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之间会产生交互

增强效应，因此提高乡村生活质量水平的措施需要

综合匹配方能达到预期提高质量的效果；同时需要

建立强有力的生活质量提升工作保障机制，确保各

项措施能够统筹安排，落实到位。 此外，在中国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生活质量的提升尤其需要

注重不同自然和经济地理区域的空间特征，针对性

地创新不同类型地理单元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

构模式、途径和政策，以克服客观存在的不同空间

低生活质量劣势，根本解决区域整体性低生活质量

问题，这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４􀆰 ２　 结论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甘肃县域乡村生活

质量的空间格局，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县域乡村生

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不同

县域的作用强度差异。 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甘肃省综合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布具有明

显的地域差异性，ＱＲＬ 由西向东逐渐降低。 各准则

层的空间分异情况不尽相同，经济收入与支出、居
住条件与文化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

障等 ４ 个准则层在空间上均总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

低的分异格局，与综合生活质量总体格局一致，生
态环境指数相对均一。

（２）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在县域尺度上呈现明

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相邻县域间存在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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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质量高的县邻近，乡村生活质量低的县域

也相互邻近。 Ｈ－Ｈ 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

西部地区，Ｈ－Ｌ 集聚区仅有 １ 个评价单元迭部县，
Ｌ－Ｌ 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省域南部地区，呈连片分布。

（３）根据地理探测器计算结果，甘肃县域乡村

生活质量的核心影响因素是降水量、坡度、建设用

地乡村化率、距省会城市的距离、农业机械总动力、
第一产业 ＧＤＰ 占比、乡村人口总量，且各项因素存

在较强的交互作用。
（４）甘肃省各评价单元乡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

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存在较明显空间差异。 陇中、
陇东和甘南地区为经济因子主控型，分别占该地区

的 ５５􀆰 ０％、５３􀆰 ３％和 ６２􀆰 ５％；河西走廊地区为自然因

子主控型，占该地区的 ５０􀆰 ０％；陇东南地区为经济

因子主控型与综合因素牵引型，两者均占该地区

的 ３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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